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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说经” 是宋代 “说话” 伎艺之一种， 日本藏 《佛说目连救母经》 为廓清 “说经” 文体

的具体面相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 该经卷的叙事内容和图文构制与敦煌所见目连救母系列写本存在

清晰的相关性和亲缘性。 目连形象从印度佛典进入唐五代变文并延及宋元话本， 这种演变是宗教展演

向世俗文本艺术迁移的结果， 其中所蕴含的印度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讲唱艺术等元素的互通与共融合

力促使了 “说经” 文体的萌发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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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日本的宫次男在京都金光寺发现 《佛说目连救母经》 （下称 《救
母经》 ） 六米长卷， 后将其作为佛教美术研究资料发表刊布①。 时隔二十余年后， 日本

学者吉川良和从戏曲学视角， 以专文形式对 《救母经》 与目连变文及目连宝卷开展了

比较研究②， 美国学者梅维恒则从经卷内容形式和文本用语角度对该经进行了初步探

讨③， 嗣后中国学者常丹琦和张鸿勋又分别从俗文学研究的不同方向继续抉发， 客观论

述， 明确认定其属性为宋代 “说话” 伎艺中的 “说经” 一体④。 诸位学者在各自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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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 《救母经》 与目连变文之间的比较， 较为客观地呈现出该

经卷的整体研究面相。 但其中对于 《救母经》 与 “说经” 一体是否有必然联系？ 此经

卷图文互涉体式又是如何形成？ 其文本生成的文化渊源为何？ 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未得以

充分展开。 近年来， 随着写本学研究的不断推进， 以往一些在体式上比较特殊的文本又

重新得以检视和讨论， 而 《救母经》 无疑可视为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文

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典型过渡样本， 对其再度加以深入探考，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
或可为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同类佛教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一种思路。

一、 变文易体： 从敦煌 《目连经》 到日本藏 《救母经》

日本藏 《救母经》 在卷末题记部分提供了关于经卷来源、 供养人、 刊印时间等诸

多信息。 题记全文如次：
　 　 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鄞县迎恩门外焦君庙界新塘保经居亦

奉三宝受持读诵经典弟子程季六名臣正　 辛亥年十月廿二日乙酉呈

甲辰年大德八年五月□日广州买到经典普劝世人行年几领传之

大日本国贞和二年岁次丙戌七月十五日重刊　 小比丘法祖

助缘嶋田理在空念周皎理住石塔赤松细河佐佐木 （墨书）
永禄元年三月吉日主持仙誉祖宝 （花押） （轴付印行）
印板在京五条坊门□□大藏房　 造经之料足合八十文也①

　 　 据题记所署内容， 此经当是元代刊印本同样式的翻印本。 但需指出的是， 此经并非

元代作品， 其中 “辛亥年” 最晚应系于 １２５１ 年， 显非 １３１１ 年， 因为在 “甲辰年大德

八年” 即 １３０４ 年， 该经卷已在广州市面售卖。 但忽必烈建国号 “大元” 是在至元八年

即 １２７１ 年， 题记中所称 “大元国” 显然与史实不符， 而此 “辛亥年” 之 “十月廿二

日” 亦非 “乙酉”。 短短百十字题记缘何漏洞频出？ 是刊印者不明就里， 还是手民误

植？ 倘若对刻本之前的写本形成过程有所了解， 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写本与刻本相

比较， 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刻本一经刊印， 内容和格式即被定型， 而写本出于不同抄

手， 千人千面， 本无定式， 在具体传抄过程中， 会因当时的抄书惯例、 抄手喜好等诸多

外来因素影响作品的形制、 体式， 甚至内容， 使之带上鲜明的时代或个人烙印。 特别是

下层文人写本和民间写本的形成， 更是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切以实用为目的。 因此写本

带有流动的、 零散的、 个性化的特征， 与刻本的固定性、 完整性、 社会化的特点形成鲜

明对比②。 《救母经》 的物质外观清晰呈现出宋元时期的文化传播载体由写本向刻本过

渡的样态， 正文主体部分体现出典型的刻本特征， 但卷末题记却反映出写本创制痕迹。

０２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①
②

［日］ 宫次男 《目連救母説話とその絵画—目連救母経絵の出現に因んで》， 第 １７８ 页。
伏俊琏 《５－１１ 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概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２７－１３２ 页。



题记一般是在抄经活动结束之后补记于卷末， 用以记述抄写时间、 地点、 缘起及抄手身

份等写卷信息。 《救母经》 题记在创制过程中经历了二度改写， 写卷生成之初， 与原供

养人程臣正同时代的抄手题写了与自己所处时代一致的信息， 在 １３４６ 年由小比丘法祖

率众弟子重刊时， 以自身所处的时间坐标为基准， 将题记中的时代信息对应地改定在了

与之同时期的元代。 所以， 该经在日本足利幕府 （１３３８－１５７３） 早期重刊时， 以元代作

为对应时间题署是合乎当时情形的， 只是现在看来将其称之为 “元刊 《佛说目连救母

经》 ” 显得不太合理。
在成书于南宋端平年间 （１２３４ － １２３６） 的 《都城纪胜》 中， 撰者耐得翁将宋代

“说话” 家数一分为四， 其中有 “说经” 一门， 但囿于载述， 唯见 “说经谓演说佛

书”① 片语， 既无具体例证， 也未详尽解释， 从而导致后世对 “说经” 一体众说纷纭。
日本藏 《救母经》 的存世为追溯 “说经” 原始面相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来源。 从文字叙

事来看， 该经开篇即是俗文体套数： “昔王舍城中， 有一长者， 名曰傅相，” 交代时间、
地点、 人物， 典型的讲说故事格式。 通篇以讲述体行文， 文内亦不似一般经文多具说教

训诫， 体式与经文相去甚远。 全文 ４５００ 字左右， 长度与当时一般宋话本相当， 在文体

结构上完全不用韵， 只用散文讲述， 这又与宋话本逐步脱离曲艺性演唱， 向独立性

“说话” 伎艺发展的趋势一致。② “说话” 伎艺是由说唱艺人以娱乐为目的讲说故事的

一种表演， 其中艺人所使用的记录底稿或表演底本被称为 “话本”。 话本一般以叙说为

主， 较少或几乎没有唱词， 说话内容取材广泛， 讲说时间一般较长。 此类说唱艺人属于

以说话表演为生的职业化艺人， 他们辗转各地献艺， 往往与 “杂戏” 同场演出。③ 有唐

一代， 说话伎艺相较以前已有很大进步， 并开始出现流行趋势， 但限于当时表演场所多

在寺院， 故出演频次不高， 即便在宫廷、 府第斋会中时有演出， 也因市民阶层尚未大规

模涌入 “说话” 听众行列， 只能在持续酝酿中蓄势待发。 此外， “说话” 的不断发展，
对于当时同样盛行的俗讲之影响， 从敦煌所存世俗类变文中亦可见一斑， 有不少此类变

文， 如张义潮、 张淮深故事， 伍子胥、 李陵及王昭君故事等， 内容与佛教完全无关， 究

其实质则属于民间 “说话”④。 进入宋代， 说话伎艺极为盛行， 相关表演随着当时市民

娱乐的繁盛， 开始在勾栏瓦肆中开场展演， 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演艺形式。 与实

际演出相对应， 自然会出现 “说话” 底本的创作、 加工或仿作， 并形成书面文本。 只

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这些早期 “话本” 没有像敦煌变文一样得以保存， 故其具体样态如

何， 后世只能推测。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敦煌写本中， 同样存有一个以目连救母为主题， 且以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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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名的残卷 Ｓ ４５６４， 全卷迻录如下：
　 　 尔时目连辞母， □ （泣？） 嘱一言， □□□□作功德， 减割家财， 用设百

□□□□缘僧， 月六恒修， 三长莫绝。
尔时目连还至佛所， 于□ （夜？） 归家。 遂见阿娘， 补 （铺） 席地上， 余饭庭

中， 诳或 （惑） 儿言： “设斋已讫。” 阿娘语不究 （久）， 命不觉即亡， 遂堕落阿

仳 （鼻） 泥犁之狱。 上有七重罗网， 下有狱卒守门。 毒蛇吐火， 铜苟 （狗） 吐烟。
四 （匝） 围绕， 何时得出？

尔时目连号泣， 向佛白言： “世尊， 阿娘生存之日， 少有功德。 不知娘亡已

（以） 来， 魂神当生何道？”
尔时世尊唤言目连： “且旨 （止） 莫啼， 量汝母所。” 得其惠眼， 敢殊法依

（衣）， 遂登灵空。 上观三十三天， 遂不见其母。 下观十八地狱， 乃见其母在于饿

鬼道中， 身受极苦。
尔时目连见其亡母身受此苦， 不觉失声， 唤言阿娘： “犹 （由） 儿不孝， 积罪

歹尔 （弥） 天。 不知娘亡以来， 身受此苦。”
尔时亡母虽在苦中， 惟应子声， 唤言目连： “我今受苦， 汝今到来， 云何不救

我苦？”
尔时目连闻母此语， 遂即号啼大泣。 提母手掌得离镬汤之苦， 左手掌钵， 右手

持瓶。 眼看白饭变成铁丸， 渌 （绿） 水青浆变成铜汁， 肝肠出火， 恼 （脑） 里生

烟， 遍体燋然， 身如火聚。
尔时目连见其亡母， 身受此苦， 不得自由， 睹由光 （先） 世悭贪， 受兹苦恼。
《目连经》①

　 　 该经全文 ３６０ 余字， 首残尾缺， 尾题 “目连经”。 虽以经称名， 但从体式和内容判

断则更接近变文一体。 该卷书面构成亦有特色， 卷中凡见 “尔时” 二字八次， 且均书

于写卷顶格天头位置。 若将全卷在 “尔时” 处分割， 并依各个片段内容来分析， 可以

看到八个独立的完整性叙事单元， 且主题均与目连救母紧密相关， 由此判断， “尔时”
二字在卷中当是叙事过程中的时间标记。 独特的引导套语， 片段式叙事铺陈， 语言风格

和内容又与目连系统中其他变文高度一致， 这种体式的 “目连经” 当是敦煌目连变文

系列中所出时间最晚的一种系统②。 此卷以 “经” 标名， 但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佛经， 而

是 “说话” 伎艺形成早期 “说经” 的雏形， 是从寺院道场走向勾栏瓦肆剧场、 伎艺化

了的 “演说佛书” 的先声。 这种将说唱话本以 “经” 命名的做法， 在中国话本小说发

展史上是有所传承的， 敦煌所见 《太子成道经》 演述悉达太子出家成道故事， 取材于

印度古卷 《佛本行集经》， 然遍寻释典并不见有 《太子成道经》 者， 而其文字却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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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太子修道因缘》 相同。 “因缘” 一体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性说唱伎艺， 这说明话本

小说以 “经” 为名， 渊源有自①。 日本藏 《救母经》 源头盖在于此。
最晚至南朝梁陈之世， 部分寺院针对不同层次的听众， 对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佛典，

在文体上作了通俗性变易， 那些记录于唱导中唱咏事缘的文本， 正是相对于佛经而变易

了文体的通俗文本， 这即是早期广义的 “变文”。 这些变文既见于经师的讲经中， 也见

于导师的唱导中， 因而早期变文既包括了经师讲经时变易经文文体的通俗讲经文本， 也

涵盖了导师在授戒及举行法会时引用原属佛典的本生、 譬语及经变故事。 隋唐时期， 变

文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对经文变易了的文体， 同时也成为一种以变态方式宣唱经文及事缘

的文本。 此时的变文还是庞大宗教说法教化活动系列或诵戒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相去宋

代勾栏瓦肆中的话本尚远②。 随着唐五代讲唱伎艺的发展， 变文开始出现一些新变， 其

中以往作为讲唱表演底本的部分变文为适应新的表演需求， 在叙事主题与核心思想未发

生太大变化的情形下， 它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创作者的持续改写。 原

来固有的讲唱表演体系继续得以维持， 而新生的表演形式在探索中逐步得到认可。

二、 图文互涉： 从说唱新体到平话版式

既然敦煌所见 《目连经》 与日本藏 《救母经》 同出一脉， 那么二者在文本外观上

缘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前者全篇文字， 结构粗简； 后者却图文并茂， 具有全相平话

的版式。 由此进一步追溯 《救母经》 版式来源， 将其与敦煌目连变文系列中的 Ｓ ２６１４
写卷以及 “降魔变” Ｐ ４５２４ 写卷进行比较研究， 这一问题庶几得以解决。

在敦煌写本中， 关于目连救母故事的变文共有 １４ 件， 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 其中

Ｓ ２６１４ 写卷颇具代表性。 该写卷首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 题目原

有的 “并图” 二字， 在书写完成后即被抹除， 现存此卷有文无图。 依此可知， 最早的

底稿应配有画卷， 是图文并行的， 只是抄手在传抄时出于某种原因仅抄录了文字， 并未

绘录图像， 画卷内容因此缺佚。 但借助变文自身的程式套语又可补充说明问题， 变文在

从散文说白向韵文唱辞过渡时， 通常会使用诸如 “且看某处， 若为陈说” 等套语， 这

些套语是变文在展演过程中的用语， 意在提醒观众在听取讲说内容的同时注意画卷对应

情节。 与之类似， 《救母经》 在经卷创制之初即在图画上题写了对应的说明性文字， 共

计 ５４ 处， 意在明确故事发生场所。 具体如， “青提夫人与罗卜分财処” “造盂兰盆会

処” 等， 其中 “処” 即 “处” 的异写， 其实际指向功能与变文中 “且看某处” 的作用

并无二致， 同样是指故事在叙述过程中的 “某处” 或 “某点”， “处” 在这里向时间意

义的转变是很明显的。 在故事叙述中， “处” 具有时间的意义， 也可从日语之 “处”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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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空两面而知。 日语中 “处” 的用法大致经历了如下的发展： “某事发生的 （叙
述） 地点” → “某事发生的 （叙述） 时刻” → “某事发生之时或之后， 另有某事出

现”， 其中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转换与变文中 “处” 的衍化基本一致， 变文中

的 “处” 同样兼具了 “地点” 与 “时间” 之义。 日语和汉语中 “处” 作为叙述时序标

记的这一特殊用法， 显然是在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运用梵语的佛教影响

下， 汉语在发展过程中亦体现出灵活性的自主创造， 变文中 “处” 的时间功能在某些

情况下开始被 “时” 所取代， 用以作为故事中时刻的标记。 在敦煌莫高窟、 天水麦积

山石窟壁画题记中， 具备此种功能的 “时” 多有发现， 而在敦煌写卷中则更为常见，
Ｓ ４５６４ 《目连经》 中多次出现 “尔时” 即属此例。 敦煌变文中， 叙述时序标记词由

“处” 向 “时” 的渐变是中国式的创造， 它们被用于： 一是大致分别表示佛教曲折性语

言中的方位格和夺格情况； 二是指示叙述展开的处所和时间。① 在 《救母经》 中， 目连

只身前往地狱寻母后， 文中八次同现 “目连次复前行”， 貌似平常叙述， 但其对时间和

处所的指示功能却非常清晰， 这种用法实际是对敦煌变文中 “且看某处” 和 《目连经》
中 “尔时” 的一次创造性改写， 二者功能完全相同。 敦煌写卷的生成具有较强的不稳

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它早期文本的口述性和抄手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口述文

本每次都会因讲唱艺人的个人化而有所变化， 而抄录口述文本又是一次重写的过程。 这

也再次证明在由 《目连经》 向 《救母经》 转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以目连救母为

主题故事的文本一直在其流播过程中经历着不断的改写， 但其从唐五代说唱新体到宋元

平话版式的嬗变轨辙却清晰可见。
敦煌目连系列变文与 《救母经》 除在文本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亲缘性之外， 二者在

图像方面同样呈现出诸多相近的遗传片段。 从经卷外观来看， 《救母经》 上图下文， 图

画内容完全依照经文内容而创作， 整体形式与宋代雕印的图文并列书籍非常相似， 图版

是对文字的形象化解释， 此类上图下文的版式在宋元时期很是流行。 经卷绘画具有明显

的宋代宗教绘画和人物故事画的时代特征， 画风朴素生动， 写实通俗， 释迦形象简约而

不富丽， 描绘地狱真实直白而远离恐怖， 目连所到之处充满生活气息。 将其与唐五代配

合变文的变相对比， 又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救母经》 继承了变相借助绘

画方式表现佛经或佛传故事的传统， 重视情节的描述和故事的完整。 全卷设计巧妙， 构

图时自觉注意经卷超长画面的内部分割， 饰以 “云” “树” “山” “墙” 间隔空间， 连

结故事。② 这种绘画特征早在敦煌 Ｐ ４５２４ 写卷中已有体现， Ｐ ４５２４ 是由 １２ 张纸组成的

一个首残尾缺的长卷， 其正面为 “降魔变” 画卷， 上绘舍利弗与劳度叉多次斗法情形。
画卷设计注意到了内部格局的分割， 整个画面由若干 “格” 组成， 画工使用风景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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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划分这些 “格”， 画面中正是以 “树” 或 “山” 作为区分每个独立叙事单元的标志，
全部画面由六个部分组成， 每一部分展现一次斗法。 画卷内容对应的背面摘录的正是

《降魔变文》 中的韵文部分， 散文说白部分因非唱词而被删略。 在印度说唱文学传统

中， 诗文部分相对也是固定的， 散文则在每次表演时随时更新。 在展演时， 讲述者可以

互相配合， “说者” 以散文形式讲述故事， “唱者” 则随后吟唱韵文， 展示该段画卷，
这种具有提示功能的韵文唱词使 “唱者” 无须看画就能明确知道画卷展开时的画面内

容。① 这种图文互涉的展演方式， 其文本功能旨在使听众更易理解和领会讲述内容。 至

于其中画卷的绘画技法、 结构布局、 内容安排显然并不重要， 若将其与敦煌壁画中以劳

度叉斗圣为主题的经变画做一比较， 就会发现二者整体水平差距很大。 Ｐ ４５２４ 画卷很

可能是由俗讲艺人自己或委托非专业画匠绘制， 画面内容是作为讲唱活动过程中故事情

节的提示和说明， 但在具体展演时讲唱艺人已然兼顾到了观众的听讲和观看②。 这种展

演倾向在写卷逐步定型过程中对文本的构成产生了不小影响。 随着变文走向案头化， 与

之相关的说唱表演渐趋衰落， 目连变文在经过众手传抄改易、 增删修正之后， 原来图文

并茂的变文画卷一分两路： 一类继续保持着图文并举的原初形式； 一类被简化为有文无

图的摘要体式。 综上可见， 《救母经》 画卷与敦煌变文画卷和变相有着清晰的相关性，
二者同出一源， 血脉相连。

三、 佛典化俗： 从各具其式到融汇出新

日本藏 《救母经》 的文本内容及图文外观与敦煌目连变文系列表现出明显的相关

性， 并证实二者之间存在事实的亲缘性。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追索目连救母文本生成的

遗传因子， 或可见出 “说经” 文体发生的大致路径。
目连救母故事实由 《佛说盂兰盆经》 衍生发挥、 增饰演绎而来。 在敦煌写卷中现

存 《佛说盂兰盆经》 十种③， 同一经卷抄本多达十数本， 又为官府、 寺院和民间等不同

阶层所庋存， 这从侧面表明该经在敦煌地区有着广泛的信仰和流播。 《佛说盂兰盆经》
在梁僧祐 （４４５－５１８） 《出三藏记集》 及之后的佛经目录中， 均作失译， 至隋代费长房

（生卒不详） 在 《历代三宝记》 中方确署译者为西晋竺法护。 此经全篇 ８００ 余字， 其中

讲述目连救母的部分仅有百余字， 其中所表现出的孝道思想， 却为重视孝道伦理的中国

社会所接受， 源自佛典的目连故事也藉此与儒家孝道思想深度融合， 外观上则直接体现

为七月十五佛教盂兰盆法会、 儒家祭祖与道教中元节的紧密结合。 盂兰盆会自南北朝时

期初具规模， 至唐五代而风行不替， 与其相表里的 《佛说盂兰盆经》 流行传布十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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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故除本经外， 多有异本。 敦煌所见 Ｐ ２１８５ 《佛说净土盂兰盆经》 即为其中之一种，
此经 《开元释教录》 及 《贞元新定释教录》 皆有著录， 当是 《佛说盂兰盆经》 通行中

土后撰造的伪经。① 《佛说净土盂兰盆经》 在 《佛说盂兰盆经》 基础上， 篇幅多出一

倍， 故事性明显加强， 人物形象也更加立体， 特别是目连母子名讳 “罗卜” “清提” 首

度出现。 以上诸多方面， 无论是经文中原初的叙事结构， 还是流播中新增的故事细节，
均为之后目连救母故事的深度创作所接纳和吸收， 并对其最终定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宣扬孝道思想最为有力的佛典， 《佛说盂兰盆经》 自传扬中土后， 即深得俗众

信持。 为使深奥玄妙的佛理为更广泛的信众所通晓领受， 佛教主动调整传布方式和手

法， 以求达到更好的弘法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 《盂兰盆经赞述》 成为对 《佛说盂兰

盆经》 最早进行注释的佛典注疏。 敦煌所见 《盂兰盆经赞述》 两种： Ｐ ２２６９ 和上海图

书馆 ０６８ 写本， 其中前者基本可断定为初唐慧净 （５７４－６４５） 所撰 “赞述” 之原本②，
而后者当是九世纪中叶以后， 有人假托慧净之名在宗密 （７８０－８４１） 所注 《盂兰盆经

疏》 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次生文献。 二者同题异体， 明显分属不同系统， 由于文本

改写而导致的差异， 并未影响到写本自身的实际功用， 所以在很长时期内 《盂兰盆经

赞述》 一直是作为寺院道场讲经仪式上的讲说底本来使用的。③ 易言之， 《盂兰盆经赞

述》 之类的注疏文本实际是佛教经典在中土传扬过程中 “化俗” 实践的早期成果， 其

旨在诠释上层佛教教义， 为具备一定佛教素养的僧侣与居士提供阅听和理解的方便法

门。 值得注意的是， 在注疏文本形成过程中， 化俗法师又将这些用于 “僧讲” 或 “尼
讲” 的底本， 利用传统讲经的方法， 将深奥的佛理通俗化。 原有的作品结构被渐次丰

富扩充， 原经中佛陀教示目连设供盂兰盆以救度亡母的叙述重点在此开始转向。 目连求

佛助力救母成为之后目连故事的核心， 在加入韵文部分之后， 便具备了讲经文最初的形

态。 今所得见敦煌写本有关 《盂兰盆经讲经文》 共计三件： 台北藏 “国图” ３２ 号， 俄

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 Дｘ １０７３４ 和 Дｘ １１８６２。 台北藏 “国图” ３２ 号

以韵文开篇作为押座文， 韵文末尾又以讲经文必有的催唱经题结句， 之后按照传统讲经

方式的 “序分、 正宗、 流通” 三分法宣讲佛经， 在体制上完全是唐代讲经文的样式。
在故事叙述方面， 该讲经文明显因袭了 《盂兰盆经赞述》 和 《盂兰盆经疏》 中的内容，
特别是文中大篇幅援引 《父母恩重经》 以宣说目连孝行， 与 《盂兰盆经疏》 同引一经，
二者在思路与方法上均保持着高度一致。④ 可以说， 正是基于 《盂兰盆经赞述》 和 《盂
兰盆经疏》 二者的合力作用， 才最终促成了 《盂兰盆经讲经文》 的诞生。 而讲经文也

因此在形式与内容上凸显出对佛经的深度依附， 这种遗传因子也成为之后与其相关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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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体在流转时的记忆密码。
中古时期佛教徒在宣扬佛教时， 大致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即讲经， 由法师和都讲协

作进行， 就经释义， 申问答辩， 以期阐明佛理； 另一种是说法， 由法师一人说开示， 可

依据一经讲说， 亦可综合哲理， 由个人发挥， 既不发问， 也无辩论。 此二者即所谓

“僧讲”。 为了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教化俗众、 劝诱庶民， 佛教传统的讲经与说法在其自

身发展中不断发生新变， 与 “僧讲” 相对的 “俗讲” 便应运而生。 “俗讲” 亦有两种：
一种是诵经和讲经， 完全沿袭了 “僧讲” 的方法， 也是由法师与都讲配合说唱， 讲经

文即出于此； 另一种与说法相应的， 则是说因缘， 由一人讲说， 择取一段故事， 加以编

制敷演， 或选用一段经文或传记， 照本宣科， 旨在阐明因果。① 如前所揭， 讲经文是依

经说法的说唱文体， 它在内容上根植于佛经。 在形式上则联系于佛经唱诵和大型经变，
说解韵文时又往往标以 “平” “侧” “断” “吟” 等转读音曲符号。 唱诵配图则以向心

式壁画为主， 故事情节的编排往往围绕画面轴心， 一幅经变可用于数十次演唱， 所以讲

经文更多地是用于长篇连续的讲唱。 因缘是佛经中的单篇故事， 主要指称佛陀向众生讲

述生死轮回、 因果业报的故事， 以篇幅短小为特点， 同样可以借助图画来讲唱其中的佛

教故事。 这种用图画说唱单篇佛教故事的说法活动， 正是所谓的 “转变”， 其文本正是

“变文”。 变文是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讲唱故事的说唱文体， 它要在开阖之间完

成情节的转换， 因而通常是连续的系列画卷， 或与此类似的连环画式壁画， 一图一事，
负载较小型的故事， 其特点是用于短小独立的讲唱。② 由此可见， 讲经文与因缘本为一

类， 所以在敦煌写本中， 二者均可以 “经” 称名， 甚至二者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 这

种遗传的相似性和变异的模糊性恰恰为变文的生成营构出一个适度的文本和艺术空间，
变文最终是带着讲经文和因缘的深刻痕迹逐步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 其中一路成为供人

阅读的案头读物， 仅供阅读， 便无所谓演出， 自然不同图像配合， 即便有图， 也只是插

图、 配图而已； 而另一路则成为供 “转变” 活动时使用的表演底本， 图文并茂， 适于

讲唱。 随着变文的持续发展， 案头化的变文彻底演化为有说无唱的文本， 继而呈现出由

变文发展到话本的中间过渡形态， 因此在题名上仍然保持了原有类称， 出现 “名” 不

符 “实” 的矛盾。 这说明话本确实由变文发展而来。③ 唐代的 “说话” 伎艺在其形成

与发展过程中受俗讲的影响很大， 讲经文、 因缘和变文自然成为 “说话” 最佳的模仿

和借鉴对象， 三者在形成与创制时所惯常使用的 “抽取捏合” 与 “拼贴敷演” 等诸多

方法也被 “说话” 伎艺所袭用， 并最终将其转化为自身塑造和完善的通用方式。
唐五代宋初， 与世俗佛教性质相适应， 敦煌佛教经籍在其使用与流通过程中发生了

一系列 “入世化俗” 的变化： 佛教经藏的界限开始被突破并逐步泛化； 佛经的使用趋

７２“说经” 文体的发生及其遗传因子溯源———日本藏 《佛说目连救母经》 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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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 《敦煌文学刍议及其它》，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第 ８３ 页。
王小盾 《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献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５４－２９４ 页。
伏俊琏 《敦煌文学总论 （修订版）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５０－３５９ 页。



向功利化； 其传播方式也更加大众化。 这种变化直接导致除正统佛经之外， 藏外疑伪经

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 信徒对其一视同仁， 兼取并用， 不仅崇奉正经 （真经）， 也同样

置备疑伪经， 乃至讲经文、 变文、 因缘、 功德文及愿文等一律供养尊奉， 无所轻重。①

虽然俗讲发展至后期， 由于它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 这种艺术形式至五代晚期时渐趋式

微， 到宋代时就已史料阙如， 但是它的精华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宋元以后说唱展演艺

术的兴盛。② 其中宋代 “说话” 伎艺中 “说经” 一体的出现， 正是在唐五代宋初佛教世

俗化背景下，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多种实用艺术形态杂糅和融合而生成的一种全新艺术

形式。 敦煌所见 Ｓ ４５６４ 《目连经》 既是俗讲底本变文成熟之后催生的一种 “经文” 摘要

体， 同时也是在唐五代目连展演过程中自主衍生的一种叙说新体。 这种发轫于唐五代的佛

教通俗新文体， 经两宋衍变， 最终改头换面， 更新内容， 从而成为风行一时的 “说话”
之一种， “说经” 体 《救母经》 由此生发， 并与宋代早期其他形式的 “说话” 共行于世。

四、 结语

佛教作为一种自足存在的整体， 随着东传中土， 其自身原有的观念在弘法中渐次嬗

变， 并转化为中国佛教的实体形式。 佛典翻译和教义宣扬是佛教传播最主要的两种途

径， 前者的功能在于为教内外受众提供可靠的经典文本， 使佛教接受的可能性随时都可

以转化为客观现实， 后者则立足于仪式性和文学艺术性两个层面， 采取各种生动有效的

弘法形式， 吸引更多的信众。③ “说经” 一语在东汉安世高所译 《长阿含十报法经》 中

即有所见， 之后佛典中多有载述， 但彼时的 “说经” 指的主要还是佛教具体的 “讲经”
活动， 尚不具备文体意义。 但时至南宋耐得翁所称 “说经” 一门， 按其家数分类和概

述， 已然具备文学意义上的文体内涵， 而这一文体正是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共同作

用的最终结果。 日本藏 《救母经》 无疑为追溯这一文体意义的从无到有提供了一个真

实可靠的样本， 对其物质外观和文本内涵进行深度考索， 在厘清目连救母文本生成和流

播路径的同时， 一方面还原了 “说经” 文体直接生发于变文类讲唱文学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则确证了 “说经” 一体确与佛教教义、 经典紧密相关， 且以讲说佛经内容为

主， 它是说话伎艺形成早期经过艺人反复实践和调整之后的一种新生伎艺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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